
器官捐赠受助者鲍城照，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时留下的疤痕。摄：Ryan Lai/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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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香港政府发声明指近月有5785个退出中央器官捐赠名册的申请，超过一半为无效申请，谴责这

“帮不帮、帮谁？”中港器官互助机制的退捐赠潮与未解之惑

有关对大陆机制的不信任，“这个我们没办法帮他们说他们的话。”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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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为“意图扰乱中央名册的代表性及增加政府人员的行政负担”。阿贤看到报导，忽尔想起：“哎呀，我都

想取消的，只是忘记了”，便抽空到网站取消登记。她身边也有三、四位朋友在Instagram分享新闻，说政

府的声明“提醒”他们取消登记。

此前，更多中港器官互助机制的资料曝光，阿贤便萌起退出名册的念头。她觉得，一来她不能选择器官留

港或出境，这种硬性的措施令她反感；同时她对机制存疑：“香港本身器官捐赠已经不足够，而内地也是不

足够，那互助会有什么作用呢？”她又觉得大陆有关器官移植的资讯透明度低，“到时器官去哪、有多少上

去内地，我觉得那数据不足够support到我有信心这样做。”

自2022年12月接收首个大陆器官作移植手术后，港府随即宣布与大陆设立器官互助平台，将跨境移植制

度恒常化。按港府最新说法，互助平台不会影响两地各自分配制度，只会在器官捐出后，在当地没有合适

病人作移植，才会启动“第二机制”进行跨境配对，预计今年内可以展开。

自政府大推互助平台，取消器官捐赠的申请爬升，甚至创近年新高。高官齐声谴责有人“抹黑”、“造谣作

假”，甚至与2019的示威扯上关系，再激起新一轮退出名册潮。事件中暂时有四人因“不诚实取用电脑”被

捕。一个原意为“拯救生命”的医疗政策如何触及港人神经、又怎样被政府升级至国安层面？平台有甚么操

作细节尚未厘清？争议过后，要怎样思考器官捐赠？



九龙公园设立“生命．爱”花园，水池中心的树叶堆顺著漩涡转动。摄：Ryan Lai/端传媒

身体选择权 VS“软对抗” 


十年前，笃信佛学的阿贤登记器官捐赠，想着人死后留下的东西不重要，不介意把器官捐出来帮人。她选

择了网上登记，怕自己出事时情况太混乱，家人说不出她的意愿。

像阿贤的人不少。在香港，截至2022年约有356093人登记了中央器官捐赠名册。但2023年5月，香港政

府在网上发声明，指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的五个月期间，共录得5785个取消登记的申请，一半是

从未登记或重复取消的“无效取消申请”，但扣除无效申请，也有近2880人退出，远较过去数字为高。系统

不会询问市民申请退出的原因，官方也未有相关统计。

事出有因，政府去年底提出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下称COTRS）”，医务卫生

局局长卢宠茂和医院管理局团队今年频频出访大陆，研究互助机制的可行性。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05/22/P2023052200513.htm


5月23日，特首李家超指有未登记的人取消器官捐赠，是“非常可疑的、破坏整个系统的行径”，严重谴责

并形容是“耻辱”。他要求警方彻查，同日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有网民呼吁市民不要捐血

和登记器官捐赠，属于“软对抗”，可构成煽动罪。两日后，立法会讨论两地器官移植合作，卢宠茂指有人

就器官移植议题制造矛盾，批评《大纪元》、自由亚洲抺黑国家移植和捐赠发展。

紧随的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有人利用他人名字申请取消，警方循“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和国安法展开调

查。不足一周，警方以“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四人，指他们涉盗用他人资料取消登记，受影响者包括官

员、议员和艺人等。李家超形容被捕人是“无耻之徒”、“不诚实”，他又比喻被捕人的手法“和2019年黑

暴、港版颜色革命当时的手法很类似。”

5月22日至24日、官员轮番发言的短短三天，据卫生署统计，系统共收到超过28000个取消登记的申请，

当中75%为“非有效的申请”。五月，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有效申请为5816宗，超出今年一月至四月的取

消人数总和。

“唉，很可惜，为何那么多人退了？”72岁的鲍城照从前是会计师，来往香港上海工作，自患病后退休。十

多年前，他被验出乙型肝炎，后来患上肝硬化，再恶化成肝癌，剩下两至三年命，幸好他及时成功配对尸

肝，走过死门关。手术在他右边肚皮划下三条又深又粗的疤痕，他说看起来像豪华车厂Benz的三芒星标

志。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07/03/P2023070300445p.htm


器官捐赠受助者鲍城照。摄：Ryan Lai/端传媒

康复后，鲍城照一直参与推动器官捐赠。他认为机制是好事，可以把用不着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香港

病人也会受益，但霎时多了人退出名册，他想可能是中港气氛不通。“你（政府）可以做多些事，不用搞到

这样。”

这次退出名册的浪潮，他认为不可以说港人没有爱心。“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人们会有些反应，但我觉得

作为政府应该可以预计到。”

取消登记数字急增，卢宠茂曾指相信部分人不接受互助机制的理念而退出，另有人误信网上谣言；另一方

面，立法会议员陈凯欣将情况归咎移民潮。卢又指器官捐赠讲求利他精神，双方不会知道对方身分，以确

保没有利益关系及防止歧视。

5月底，光传媒以电邮向全体89名立法会议员查询有否登记器官捐赠，只有选委会界别陈绍雄一人回复已

登记。集志社亦向政府查询特首和各司局长有否登记，政府发言人指“破例表明”特首和司局长都已登记；

被追问何时登记等问题，对方指没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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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是医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道德的问题，但绝对不是个政治的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跟法律扯上

关系。”对阿贤来说，她取消登记主要是选择权和信任的问题。她同意捐赠器官是大爱的行为，也非绝对不

想器官出境，但她想有“选择的权利”，让器官优先给香港人使用，假使香港没有配对者，她也可选择是否

同意输出外地。



她留意到官员的解说，指大陆有剩余器官，当输出香港时也能拯救生命，但这未能释除她疑虑。她担心个

人资料的安全问题，尽管医管局曾经解释，两地使用独立器官轮候名册，香港病人资料不会传送到大陆，

反之亦然。

她说，这种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不是一时三刻，是因近年大环境的转变所生。她希望两地轮候人数和受赠

人数等数据透明，“最少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

政府曾批评有人贬损机制，“蔑视两地同胞血浓于水及过往各种无私捐献互助”。“器官捐赠是个人选择，和

爱国情操无关，被国民观念绑架是很令人愤怒的。我觉得可惜的是，这是政府不恰当的措施而造成，而不

是可惜我的决定。”阿贤认为，“2023年香港人很多人都没有选择，我自己身体一部分，帮还是不帮、帮

谁，至少还可选择。”如果有这选择权，阿贤可能会考虑重新登记，但短期内不会。

第一颗移送香港的大陆心脏 


中港器官互助的争议，最初源于一宗由港府“特事特办”、首次批准大陆器官送港的移植手术。 


时间回到2022年12月，女婴芷希患上“扩张性心肌病变”并出现心衰竭，四出寻获心脏不果后，港府向中

央寻求协助，主动联络国家卫健委等，恳请有符合芷希状况的心脏且没有合适配对者时，允许将器官送

港。及后大陆有幼童因意外脑死亡，心脏经COTRS与大陆轮候病人作配对而未有合适接受者后，翌日傍晚

送到香港进行换心手术并移植成功。

香港目前未有恒常机制与境外、包括内地医疗机构分享遗体器官捐赠，但法律一直容许按个案需要，规管

个别跨境器官输入和移植。

手术后，据新华社的报导，医卫局局长卢宠茂称盼能够借此案例“建立长效机制，将香港的医院纳入

COTRS”。时隔三个月，卢宠茂出席香港移植学会活动时，改口称中港有各自器官分配机制，当局考虑设

第二层机制，当本地没有合适捐赠者时，才跨境捐赠器官。他又指医管局正与COTRS讨论，包括电脑系统

如何通知双方和运输等。政府现时尚未公布相关操作细节。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news.cn/2022-12/17/c_1129215843.htm


香港移植学会会长、肾科医生马锦文说，业界所得的资料“和你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差不多”。“我们公立医生

很少接触内地的移植机制，坦白说不是太认识的，不过我们相信两者应该有分别，所以要了解多一点，然



很少接触内地的移植机制，坦白说不是太认识的，不过我们相信两者应该有分别，所以要了解多 点，然

后才可以知道改变的时候，详细的做法是怎样做。”

香港采用自愿捐献制度，1982年推出器官捐赠卡，让市民填写意愿并随身携带；2008年，政府成立中央

器官捐赠名册。在港移植器官受《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管，禁止将器官作商业交易。

马锦文说，当发现病人有不可逆转的脑创伤，医生会联络器官联络主任，并保持病人维生指数稳定。病人

正式脑死亡后，他们会询问家属捐赠器官的意愿，并进行抽验，将资料输入电脑配对。此时，移植科医生

会看捐赠者适合捐赠的器官，再联络清单内的受赠者立刻到医院进行手术。

香港移植学会会长、肾科医生马锦文。摄：林振东/端传媒

退休前为伊利沙伯医院内科部门主管、肾科医生和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创立人周嘉欢说，香港器官的轮候有

一套电脑计算机制，以最多人轮候的肾脏为例，机制会考虑血型、遗传因子、年纪和洗肾年期，各占比重

不同；若得分最高的病人不适合移植，要把器官顺延给他人，医生须作解释。而心肝肺的轮候人数较少，

主要考虑血型，也会看心肺的大小等。

而在大陆，国务院在2007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列明任何组织和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器官，须

遵从自愿 无偿原则 不得强迫 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器官 20 3年 统 由CO S启动分配器官



遵从自愿、无偿原则，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器官。2013年，统一由COTRS启动分配器官，

禁止在系统外擅自分配。公众可亲身到红十字会填表，或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或“施予受”器

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线上登记。

2014年，国家卫健委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主导，

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领导，工作包括统一协调和指导器官捐赠和分配体系。据2019年发布的《人体捐献

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器官获取与分配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国家卫健委负责。

架构延伸下去，全国120多个器官获取组织（OPO）负责在地的器官获取、修复、维护和转运工作。OPO

由各专科医生及护士、器官捐献协调员等组成，在各地对捐献者进行医学评估、核查同意书、将资料上传

至COTRS，使用系统自动分配。匹配后，OPO 会联络医院，安排器官转移和确认接收。大陆有超过180

间器官移植医院，广东占19间，是全国最多移植医院的地区。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曾到大陆交流，说COTRS系统储存病人性别、岁数、血型、居住省份等个人资料，

以及病人的临床状况等，24小时无间断运作，配对过程绝对“公平、公正。”

虽中国近年大力推动器官捐赠，但移植医院和医生数量仍未追上进度。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

任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2022年指，中国有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医院不足够，医生也很少；未

来至少需要300家医院，才能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

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智仁曾解释，中港现时没有器官捐赠互通机制，是因为两

地对器官捐赠要求不同，例如香港只接受脑死亡者的肝脏，但大陆以心脏死亡为标准。但他认为大陆近年

对脑死亡定义的接受程度提高，移植技术亦已达国际水平。

互通后，器官会“南下”或“北上”？ 


周嘉欢说作为医生，“任何可增加器官来源、数量的方法，我们都欢迎，因为病人得益。” 


周嘉欢在1970年代加入公营医院，香港首宗肾脏移植手术才在1969年进行，那时只有零星的器官移植。

她的丈夫是脑外科医生，碰上脑死亡的病人可以捐赠器官，被上司骂多事，要额外跟家属解释和施行手

术。当时医护人员对器官移植也有偏见，周嘉欢听过护士长明言不会签捐赠卡，怕医护人员见死不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35282


前香港肾科学会主席、移植学会会长周嘉欢医生。摄：Ryan Lai/端传媒

1980年代，香港引入腹膜透析、亦称“洗肚”，病人洗肚时无须机器、可在家中进行，这延长了肾衰竭病人

的性命，令轮候换肾的人增多。医学界更积极推广器官捐赠，而1990年代陆续完成全港首宗肝脏、肺部和

心脏移植手术。

周嘉欢曾任香港肾科学会主席、移植学会会长，并在2008年成立了香港移植运动协会，鼓励受赠者做运

动。她在医院加班，奔走深切治疗部，识别潜在捐赠者并让器官联络主任联络家人和说服他们捐出器官。

40年间，她和团队见证香港器官捐赠氛围转变，也是这些转变的推手。

截至2023年3月末，香港有2433人轮候肾脏移植、64人轮候肝脏和80人轮候心脏。根据国际器官捐赠与

移植登记组织（IRODaT）统计，2009年，香港每100万人口死后捐献器官人数飙至7.5、在2012年达到

7.2，但近年持续下跌至2022年的4.66人。

周嘉欢说，过去十年来，香港顶多只有“一个半个”多余的器官，相信日后也难以有多余器官送上大陆。反

之，“（大陆）1100个多余的器官，如果只是给香港，我们就发达了。”

医管局称，大陆每年有超过1.7万宗器官移植手术，有约1100宗器官未能配对病人。医管局又指，香港轮

候册上有超过2200个末期肾衰竭病人，但过去几年只有约40个捐赠肾脏，香港向大陆输出器官的机会甚

微。现时，有超过3500位港人在COTRS中轮候器官，近千人接受了移植手术；另外有九位港人在大陆过

世后把器官捐赠给24位大陆居民。翻查资料，香港在2010和2016年分别有两例肝脏因无法配对予香港的

病人 以个别个案跨境捐赠

https://www.irodat.org/?p=database&c=_H&year=2022#data


病人，以个别个案跨境捐赠。

卢宠茂曾经强调“港器官港用”，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李锦滔亦向传媒指，因香港的器

官捐赠基本为本地病人接收，大陆器官“南下”机会比“北上”高。

然而，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对这说法存疑。他强调互助机制能避免浪费器官，原意好，但大陆登

记捐赠人数比率比香港少，人口却有14亿，“有一个很不对等的情况的话，很容易会有香港的市民担心这个

机制下香港会不会得益呢？”

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摄：Ryan Lai/端传媒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站显示，截至2023年7月2日，大陆有6301705名志愿登记人数，占总人口约

0.45%；而在香港，截至2023年4月30日，有357668人登记中央名册，占人口约4.88%。同时，中国大

陆2021年的每100万人口死后捐献器官人数为3.63，而香港在2022年的数字为4.66人。全国人大代表、

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曾在2021年指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一万多人有机会

得到器官，中国器官严重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国内十几亿人口来说，如果你说多了一个心脏出来，你很难想像那个心脏在国内是用不到的。数量和

https://news.cctv.com/2021/03/11/ARTIoPkbZULIUQBZ2mZXxBxn210311.shtml


比例来说，都是令人都可能会觉得有些怀疑。”林志釉说。

问到大陆的每百万人口死后捐献器官人数比香港低，是不是代表大陆器官需求比香港大、器官会“北上”？

周嘉欢说，中国在十多年前起步，大动作推动器官捐赠，但香港推动器官捐赠已有30、40年，数字却在下

跌。她相信两年之后，大陆每百万死亡捐献器官人数会超越香港。

她又指，政府说明只有多余的器官才会输出，“已经是很大程度上保障和令人安心了。” 


推广器官捐赠多年，周嘉欢第一次看见大规模的退出名册潮。她担心氛围或会影响家属的意愿，但认为经

过一番讨论和解释，退出的人仍可以重新加入。“最怕他们不说问题在哪里...…误会就是这样产生，大家互

相猜测。说清楚我们的系统是这样，我们不会混淆、不会外泄资料。不够信任，没问题、再说几次，找政

府、找大陆的人来香港说，但这个要时间，要宽容一点。”

可是，卢宠茂等人已多次北上，似乎香港社会讨论结果如何，互助机制也是势在必行？周嘉欢不觉得这做

法有问题，因为就算开启了第二机制，也不代表能马上交换器官，“随时三年后才有第一个个案。难道不说

吗？难道你现在不准备吗？”

未解的疑惑 


香港在1999年曾从台湾取得尸肝，移植给玛丽医院的病人；而在2016年，中文大学学生马倬朗（朗朗）

因心肌炎引发心脏衰竭，据报大陆曾建议将一个来自广州的心脏送往香港，但最终因无法确保器官质素而

未能成事。

如何将器官及时运到香港或大陆，是互补机制的重要一环。周嘉欢说，冰封保存器官的话，心和肺可以保

存四个小时、 肝六至八个小时、肾二十四个小时，若有机器配合，可以稍微将时间拉长。而在时间限制

下，将离港太远的器官运到香港会有难度。

马锦文说，根据一般做法，当捐赠者情况不稳定，医生才会把器官摘取冷藏，因器官留在身体内维持会比

较好。器官失去血液循环或造成损伤，并增加移植之后排斥的机会，“功能未必即时会复活，譬如肾脏病人

可能一开始都要先洗肾一会。”

中国在2016年设立“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由政府部门、交通部门和公司等协调交通，加快器官通关，OPO

工作人员可优先办理乘机和乘车。据新华社有关芷希换心的报导，下午5时，大陆一间医院摘取捐赠者的心

脏，经救护车送至深圳湾口岸，为时55分钟。两地在口岸交接心脏，香港救护车由警车护送，把器官送到

医院，手术在同日晚上8时13分开始。“将通关时间压缩至8分钟，与4个小时的心脏保存极限时间赛跑。”

报导引述今次交接的COTRS负责人王海波说



报导引述今次交接的COTRS负责人王海波说。

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内，设立专属“大爱恩人”的纪念墙壁，以向器官捐赠者及其家人致敬。摄：Ryan Lai/端传媒

“如果有多点器官帮助到多点病人，应该不会是坏事。但反过来，实际操作怎样做呢？捐赠者、受赠者两方

的沟通，细节究竟怎样实行呢？因为是环环紧扣的，如果那一下做得有点不太（完善），对器官都有影

响，一定要大家慢慢谈好。”马锦文说手术安排、器官运送的费用等也是因素之一。

香港的移植科医生不会参与捐赠者的照顾过程，因此需要血型、验血验尿结果、基因、是否肝炎带菌者等

“关键资料”，作配对和决定手术后的用药。中港两地受赠、捐赠者的资料会如何传递，马锦文说要待当局

公布，但相信会和现时操作类似，不会分享与医疗无关的资料。

在大陆跑医疗报导7年的记者A向端传媒说，因法轮功器官摘取的指控，器官移植的议题在大陆很敏感，报

导多是有关绿色通道和OPO，官方也甚少在官网和开发布会披露数据。

他提到，2017年，现为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医院的郑树森等人在Liver International期刊发表论

文，实验被其他学者质疑用到死囚犯的肝脏，引起争议，其后论文被撤。“反正也洗不清，他解释不清楚，

官方也没有发布数据，最后讨论只能不了了之。怀疑的人还是觉得肯定有非正常渠道器官的问题，官方也



不会正面来澄清这个数据是多少，中国大陆就是这种情况。”A说。

大陆在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器官来源。据BBC报导，此前数十多年间，

中国移植手术中三分之二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囚，医院会在刑场即时取出可用的器官。BBC也在2015年访问

一位在中国以7000美元将肾卖给黑市偿还赌债的人。他称在网上跟人安排卖肾的事，找到匹配者后，他被

蒙眼载到一间农庄被摘取器官。BBC无法独立证实受访者的说法。

去年12月，卢宠茂被问到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发声明指中国仍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而医

学界对中港器官移植合作有保留，担心会影响香港器官移植发展。他反问“是哪位医学界”，又不希望这声

音代表医学界。

周嘉欢说，有关对大陆机制的不信任，“这个我们没办法帮他们说他们的话”，要靠香港政府在中间为市民

作解说。她据北上考察的医管局同事所说，大陆的系统“ok”。

芷希换心后翌日，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铿被问到，如何确保器官是合法捐赠和审批机制的细节，他没

有正面回应，强调程序合乎两地的监管和法规，属“合情、合法和合理。”根据法例，器官从外地进口时须

证明摘取合法、没有涉及金钱交易等等，有关申请由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审批。委员会成员之一、内科肿

瘤科医生邱宗祥指过去五、六年只审批过一至两宗跨境移植手术，因时间紧迫，审批过程通常在几小时之

内。

端传媒向医卫局查询互助机制的进度、跨境运送器官的操作、会否考虑将大陆的绿色通道延伸到香港等，

局方称两地正讨论相关的技术要求、准则及流程，但未有回应所有问题。对于ISHLT指中国仍使用死囚器

官，局方指“问题引用的网上资讯偏颇不实”，并强调大陆器官捐赠工作“有国际瞩目的发展”、COTRS受世

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器官移植学会认可。

医卫局又指，政府和卢宠茂自去年12月透过多个途径解说互助平台的相关工作和进度，并在回复结尾列出

20多项相关的官方新闻公报和致辞、立法会发言、媒体访问等连结，强调“大众传媒应谨慎处理网上不实言

论和资讯”，“尽社会责任，发扬器官捐赠的无私大爱精神”。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1/150103_china_organ_donation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11_china_black_market_organ


2023年5月28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教授等人，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出席“大爱恩人”春祭，向器官捐赠者及他们的家人致意。
图：医务卫生局Facebook

当医疗政策触碰到中港情绪 


林志釉依稀记得，十多年前他填过一张捐赠卡，但想不起有没有作网上登记。他想，若不在名册又取消登

记，便会成为无效取消申请的其中之一，争议的“罪魁祸首”。过往，市民无法查询自己是否已登记捐赠，

直到5月28日政府在争议中为“智方便”应用程式新增查阅登记的功能。

他说，香港几十年的器官捐赠做法在没有咨询下出现改变，漠视了几年来中港两地的情绪波动。“当社会有

这样的情绪，当捐赠计划渗入了中国大陆元素，政府要很小心去考虑计划的成效。”他说，这并不是叫人捐

赠时考虑政治情绪，而是当计划欠缺社会讨论时，有市民会索性不捐赠。

林志釉说，政府需仔细研究或咨询市民的意见，不能排除有人因不想器官进入大陆而退出计划，并考虑让

他们选择器官只留在香港使用。器官捐赠有选择性，可以说是偏离大爱精神，但他认为市民参与捐赠不一

定只是大爱，也可能夹杂其他原因或情绪，当他们退出时，也不用解释理由，别人也不能说他们做错。

“你都不会问他，是源于你的大爱，还是想在朋友面前威风，或者有一张卡在钱包里，令人觉得你很厉害？

当政府都没有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何退出，当他们退出时，为何就有一些很负面的、针对他们的说法？”他觉

得最不该做的是批评捐赠者的意向，“为什么你不称赞他这么久以来都登记成为捐赠者？”

林志釉说要严厉批评违法行为，但市民同样想知道他们怎样破坏系统，以及系统是否有不足之处。虽对互

助机制感疑惑，但他没有主动取消登记。“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件事，你就不应该基于他的出身、住

的地方是什么、文化、宗教，或者肤色来考虑。”



周嘉欢投身器官捐赠推广，是因为见过一个20多、未婚、没有小孩的年轻人，等不及换器官而死去。

1980、90年代资源不足，卫生署为洗肾人数设限额，只有55岁以下、为家庭支柱和有子女的人才有资格

洗肾。周嘉欢只可为他在肚子插一条硬喉吊着药水，待一至两小时后把水放出来、再戳进去，持续48小

时。几个月后他肚皮都花了，再把喉插进去，肚皮胀着出不了水，明知他很痛苦，她还是把喉拔出再戳。

病人最后挨不到，去世了。

他死去那天，周嘉欢在走廊坐了很久，想着：“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我作为一个医生，这个病人比我还年

轻，我就是因为这样救不了她。”“为何我会这么紧张去做器官捐赠推广工作？很不值，是一条命。只要我

有个肾，我给了他，他就不用这么惨。”她说。

鲍城照本来也想着自己会难逃一劫。确诊肝癌后，他一年间动了四次手术。他那时想自己才60多岁，退休

却享受不了生活，很不值得。他最放不下12岁的女儿，确诊当天马上开Excel档案计算手上资金，为女儿

买了份保险，供她以后念大学。

器官捐赠受助者鲍城照。摄：Ryan Lai/端传媒

他那时在上海生活，医生曾提过若接到电话要马上过关到香港。他预早准备两个袋，放了衣物、牙刷……



一年多后，他收到玛丽医院的电话，叫他“可以了，快点下来。”在手术室再打开眼晴时已是在床上，他看

到太太对他竖起拇指，那漫长又痛苦的等待终于完结。

医院不会透露捐赠者的资料，鲍城照对他也一无所知，只可每年给他的家属写感谢卡，分享自己带着他的

器官去旅行、参加高尔夫球比赛，“像个拍档”。“亲人知道器官还在另一个人生活中，生命继续存在，我想

他会觉得安慰。”他哽咽道，一个与互不相识的人愿意捐出器官，使他移植后没有浪费过一天。

作为受赠者，他始终不希望港人考虑受赠人的出身。这次风波中，鲍城照觉得有人“怕吃亏”跟随别人退

出，他可以理解，也有人对大陆不信任。他认为“中国这问题始终敏感点”，政府应尽早说明这是“第二机

制”，不是“互通”，要慢慢、平和地解释，“是长远的过程。”但正面想，也多了人关注器官捐赠。

他说港人的大爱不少，2008年汶川地震时曾大额捐钱给灾民，“只是这个时候的氛围，此时此地，有少少

变了。”

马锦文说，希望政府重视本地器官捐赠的配套、投放多点资源在器官联络主任的训练、医护人手、新科技

等。“我们都是做好自己本份，我其实都是想帮这些病人，做到多少就多少。”

“我想其实香港人很精灵、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去看一些资讯而去做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只要给他们

看，让他们知道究竟系统是怎样，他们了解到，可能已经解决到他们的一些担心。”她说，“去让他们自己

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端传媒实习记者Thomas对本文亦有贡献。）


